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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差距和分布动态演进 

闫莹 张伟
1
 

(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 要】：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重要区域，探究其高质量发展时空特征对于促进全国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 2005～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包含发展的基本面、发展

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然后采用 GIS可视

化、Dagum 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空间马尔科夫链对其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区域差距以及动态演进趋

势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高水平集聚分布格局由下游地

区演变为中、下游地区；(2)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明显，其中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中游-下游地区间差距最

大，区域间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交叉重叠现象始终是研究期内区域差距的主要来源；(3)除上游地区外，长江经济带中

游和下游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且极化现象在各区域内部稳定存在；(4)地理背景对长江经济带

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高(低)水平邻域会提高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状态向上(下)转移的概率。研究认为，

促进低水平城市发展和发挥高水平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施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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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构失调、环境破坏、增长乏力等问题凸显，迫切需要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以

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以效率提升代替规模扩张、集约增长代替粗放增长、以质量主导数量，因此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契合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占全国 21%的土地面积承载

全国 42.8%的人口数量和 42.2%的经济总量[1],因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使长江经济带

成为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主动脉以及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评估当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以及演变趋势，

对于研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不足，解决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讨，虽未达成统一认识但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具有一致认同。

任保平等
[2]
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发展、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生活 5个方面。金碚

[3]
认为高质量发展体

现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侯祥鹏[4]指出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高质量发展也因此具

有多维性。也有学者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5],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切入点。本文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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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从高质量方面展开研究。学术界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其内涵界定的研究成果较少，但仍可以从现有文

献中窥一斑而知全豹。张文忠等[6]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高效化、居住环境舒适化、社会环境公平化以

及自然环境绿色化，更加注重人的主观感受；师博
[7]
提出城市高质量发展既要兼顾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新发展理念所持的共性

特征，又要契合各城市的发展特色。马海涛等[8]认为城市高质量既体现于社会、经济、生活、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高质量，也包

括整体系统发展的协调性。涂建军等[9]指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考量。综上所述，本文认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关键仍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体现于经济增长稳定、发展动力变革、产业结构优化、生态治理有效、

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的持续提升。 

现有从城市层面测算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可分为两类：(1)构建指标体系用于测算高质量发展。师博等[10]从发展的基本面、发

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 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地级市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评价；胡宗义等
[11]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

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红彪等[12]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的 3个系统的耦合效果评

价东北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2)利用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表征高质量发展水平[13,14]。而现有关于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

研究探讨相对不足，主要集中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面展开，目前来看研究环境质量、生态保护与经济质量之间关系的文献居

多。吴传清等[15]利用 2003～2014 年长江省域面板数据测算长江流域环境环境质量指数；刘登娟等[16]基于 2003～2014 年重庆与

四川数据测算两地环境质量与经济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李强等
[17]
基于 2004～2016 年长江经济带108 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生

态环境数据，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卢丽文等[18]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对 2004～2011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上述文献虽可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从构

建指标方面评估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的文章较少，有以测算的全要素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征，研究其动态

演变趋势
[19]

,而以全要素表征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具有局限性；(2)缺乏最近两年的研究成果，难以呈现当前长江经济带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态势[20];(3)缺乏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本身动态演进特征的详细分析，因此本文在测算出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首先利用 GIS 可视化方法勾勒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其次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对长江经济

带整体、上游、中游以及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予以分解，进一步刻画三大城市群发展相对差异以及差距来源，最后利

用核密度曲线和马尔科夫链刻画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三大区域的绝对差异、极化趋势以及分布动态演进，根据上述结果为促进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决策。 

1 指标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全面、系统研判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基础，本文在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

性、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基础上，参考师博等[10]研究成果，在考虑数据合理性和可得性基础上，从发展的基本面、

发展的社会成果以及发展的生态成果 3 个方面利用熵权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合理评价，如图 1 所示。而熵

权法确定的权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熵权法应用比较普遍本文暂不对熵权法进行详细说明，具体可参考刘庆等[21]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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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做如下说明： 

(1)发展的基本面。 

高质量的发展不应在损害经济发展基本盘的基础上实现，而应是在其基础上质态的提升，而发展的基本面体现为经济运行

的基本情况及其长期发展趋势，这是由其内部主要因素决定的[22]。本文认为发展的基本面包括发展的强度、稳定性、高级性、合

理性以及外向性。高质量的发展不应忽视数量的重要性，离开了数量谈质量则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23],而发展的强度和稳定

性则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数量体现。①发展的强度体现城市经济发展的活跃度，活跃度越大表示城市要素流动越自由，发展越

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越高，本文采用人均 GDP表征城市经济发展强度。②发展的稳定性是指一定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处于相对稳定

的增长区间，安淑新[24]认为从总体来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需要保持稳定，未明显表现偏离潜在增长率的现象，这里采

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表征发展的稳定性。变异系数越大，城市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越大，越不平稳，需要消耗更多资源来维

持经济的稳定。考虑到地市级官员的任期一半左右不足 3 年，而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25],故采用 3

年期滚动窗口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③发展的高级化和发展的合理化更多是对产业结构演变的衡量。

师博等人的研究往往忽视产业高级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而高级化和合理化是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者相互影

响，同等重要[26]。因此本文将产业高级化指标纳入发展的基本面体系中。产业结构越趋于高级，越利于生产要素向高附加值产业

集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驱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体现经济增长的创新活力。这里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

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表征发展的高级化。④发展的合理性是反映三次产业间协调发展以及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有效利用程度。合

理性越大，生产要素越能在产业间达到最优配置，是协调理念在产业升级中的贯彻。这里借鉴干春晖等[27]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测算公式，基于地级市三次产业比重、三次产业人员比重数据衡量城市产业的泰尔指数，测算出的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城市三次

产业间发展越不均衡。本文采用泰尔指数的相反数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衡量发展的合理性。⑤发展的外向性体现城市的开放程

度，这里采用城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征城市的外向性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通过“干中学”、技术

引进、技术溢出等措施追求全球技术前沿，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对外开放还会倒逼投资地进行制度改革，提高当地经

济发展的强度和稳定性。从当前阶段来看，保持对外开放仍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主动脉的必然选择。 

(2)发展的社会成果。 

发展的社会成果是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受益人，共享高质量的发展成果，是共享理念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本

文采用万人高校学生数衡量教育水平，采用每万人执业医师数衡量医疗水平，采用人均道路面积衡量城市交通水平。 

(3)发展的生态成果。 

生态成果体现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成效，与共抓大保护理念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绿色

成效。本文采用单位二氧化硫排放、单位工业废水排放、单位工业烟尘排放以及人均绿地面积表征发展的生态成果。 

1.2 研究方法 

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核密度估计以及马尔科夫链作为研究区域差距和动态演变的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高质量发展、绿色

TFP、城市群民生发展、城市经济潜力等多个经济社会现象空间特征分析[28,29,30,31]。 

1.2.1Dagum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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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距的分解，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泰尔指数和 Dagum 基尼系数，但由于泰尔指数未将子群样本的交叉分布情况考虑在内，

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后者来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总体 Dagum 基尼系数 G 可分为区域内差异贡献

Gw、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Gnb以及超变密度贡献 Gt,可以反映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内部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区域之

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于区域间的交叉重叠引起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根据 Dagum[32]的定义以及结合本文研究，其定义如

下： 

 

式中：n表示所有城市的个数，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这里选取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个数为 108。y¯表示长江经济带 108个

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平均值。k为所划分的区域个数，本文中 k=3。j(h)表示所界定的区域，i和 r 分别表示 j 区域和 h区域

内的城市，nj和 nh分别表示 j区域和 h区域内城市的个数，yji(yhr)表示区域 j(h)内城市 i(r)的经济高质量水平。 

区域 j内部的基尼系数 Gjj可表示为： 

 

区域 j和 h间的基尼系数则表示为： 

 

yj¯(yh¯)表示区域 j(h)内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平均值，|yji-yhr|表示区域 j(h)内城市 i(r)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值的绝对

值。 

现定义如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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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j表示 j区域内城市数量占总体城市数量的比重；sj表示 j区域内所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之和占总体 108个城市

高质量发展之和的比重；djh表示 j和 h区域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值，也可以定义为区域 j、h中所有yji-yhr>0 的样本值加总的

数学期望；qjh为超变一阶矩，表示区域 j 和 h 间中所有 yhr-yji>0 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Djh是测算长江经济带 j和 h区域间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函数 F是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累积密度函数。 

区域内差异贡献 Gw、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 Gnb以及超变密度贡献 Gt可分为： 

 

 

1.2.2Kernel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用来估计随机变量密度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相比于参数方法，其对模型的空间依赖性较弱，现常用来描述

研究对象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假定随机变量 X的密度函数形式如下： 

 

式中：n 为整体城市的个数，即 n=108;K 为核函数；yi为独立观测值；y¯为观测值均值；l为核估计带宽，带宽越小，估计

精度越高，因此应尽量采用较小带宽用于实际密度估计。本文采用经常使用的高斯核函数进行估计，具体如式 13所示。就本文

而言，分布位置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低；分布形态用来判断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极

化程度，而曲线波峰的高度和宽度共同反映空间差异大小，波峰的数量反映极化程度；分布延展性用来描绘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

量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与内部其他城市的空间差异大小，如果向右拖尾越长，则城市间差异越大。 

 

1.2.3 马尔科夫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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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链是用来研究离散时间随机过程的模型，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视为离散时间序列并离散化为四

种类型，通过构建 Markov 状态转移矩阵，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移特征和规律。假设Μt=

为 t时刻各状态的概率分布向量，则不同时刻状态间转移可示为一个 z*z 阶的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如式(14)所示。 

 

式中：Pij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从 t时刻的 i类型在 t+1时刻转移为 j类型的概率；Pij=aij/ai,aij表示研究时

间段内 t时刻 i类型向 t+1时刻 j状态转移的城市数量之和，ai表示研究时间段属于类型 i的城市数量之和。 

空间马尔科夫链在普通马尔科夫链的基础上将空间滞后因子纳入分析框架，考察邻近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对本区域高质量

发展水平动态演变的影响。空间马尔科夫矩阵在以基期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的基础上(假设空间滞后类型有 z种),将普通

的 z*z 阶的马尔科夫矩阵分解为 z*z*z 个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可写成 其含义是基期年份空间滞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 λ

状态的条件下，d 年后本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类型 i 向类型 j 转移的概率。对比传统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测算结

果，既可以判断高(低)水平状态城市是否可以保持原有的状态，还可以判断邻近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城市自身高

质量发展水平状态的转移。本文选用邻接矩阵(0～1 矩阵)与高质量水平值的乘积衡量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即

表示城市 i和城市 j之间的空间关系，yi表示 i城市的观测值，i=1……108。 

1.3 数据说明 

根据 2014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长江经济带的划分，列示出长江上、中、下

三大区域具体城市名称及数量，如表1所示。考虑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尚未公布(内含2019数据),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05～

2018 年。上述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各市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9)以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2019)。 

表 1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 

地区 
个

数 
城市 

上游

地区 
31 

重庆，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

巴中，绵阳，资阳，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昆明，曲靖，玉溪，保山，昭通，丽江，思茅，临沧 

中游

地区 
36 

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吉安，宜春，抚州，上饶，武汉，黄石，十堰，宜昌，襄阳，

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随州，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

郴州，永州，怀化，娄底 

下游

地区 
41 

上海，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杭州，宁波，

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

安庆，黄山，滁州，阜阳，宿州，六安，亳州，池州，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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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结果 

2.1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 

为直观地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现状，本文首先将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按四分位数方法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Ⅰ)低水平、(Ⅱ)中低水平、(Ⅲ)中高水平以及(Ⅳ)高水平。然后选取 2005、2009、2013 以及 2018 年 4个时间截面，利

用 Arcgis10.7软件绘制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图，结果如图 2所示。 

从空间分布图可知，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演变呈现出普遍提升的现象。低水平发展区域逐渐减少，高

水平发展区域由“零星分布”向“燎原之火”发展。而且高水平集聚区开始由下游向中游地区扩散，表现出中下游地区协同高

质量发展模式。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继承性”特征明显，即各城市现有分布是基于上一时间段格局基础上的演变，表现出明显的

路径依赖性，跨等级的跃升难以实现。对比分布图还可以发现，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一直优于中上游发展的分异格局基本保持不

变，这与下游地区对外开放较早，在政策扶持优势下辅之科学技术的助推，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

化，有效促进下游地区高质量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六安市和上饶市高质量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六安市产业升

级缓慢，二产比重过高，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完善，加之六安仅有一区一县纳入皖江城市带，东临合肥，受到合肥市对产业

转移和要素资源的拦截，形成产业转移和政策洼地，导致产业转移升级困难，抑制高质量的发展。而上饶市一产比重相对较高，

人均 GDP处于江西省倒数位置，经济发展活力低，对于开发新工艺、新产业、新区域的内推力不强，同时处于长中游城市圈的外

围加之缺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力度不强，自身动能提升有限，造成上饶市高质量发展停滞不前。 

 

图 2 2005～2018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2.2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分解 

以上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空间非平衡性，为进一步解析长江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差距来源，采用

Dagum 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根据图 3,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基尼系数在2010年上

升到顶峰之后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在 2018 年下降到0.2007,相比于 2010年，下降幅度为 9.70%,表明 2010 年之后长江经济

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差距正在缩小，城市协同高质量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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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总体、区域内及区域间差距 

(1)区域内差距。 

根据图 3与表 2可知，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内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距，内部非均衡程度最高的是下游地区。

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基尼系数平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从各地区基尼系数演变趋势来看，

上游地区的基尼系数波动剧烈，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中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基尼系数下降相对平缓，在 2009

年达到高点 0.2081 后，2018 年基尼系数下降至 0.1872,降幅达 10.04%。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基尼系数在 2011 年达到顶峰后在

波动中呈下降趋势。 

(2)区域间差距。 

根据图 3可知，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变化不一，上游-中游地区间的差距在波动中减少，上游-下游、

中游-下游地区间的差异基本保持不变。从演变趋势来看，上游-下游、中游-下游地区间差距以 2010 年为界，2010 年之前，上

述地区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2010年之后，地区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其中上游-下游地区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差距有略微爬

坡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上游和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较为严重，下游区域内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速度有

所下降，缩小其与中上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速度间的差距。 

表 2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来源及贡献率 

年份 

G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贡献率(%) 

总体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中 上下 中下 区域内贡献 区域间贡献 超变密度贡献 

2005 0.198 0.194 0.155 0.220 0.217 0.193 0.181 33.62 16.76 49.62 

2006 0.199 0.152 0.188 0.222 0.173 0.201 0.220 33.47 20.57 45.96 

2007 0.211 0.163 0.202 0.233 0.186 0.214 0.231 33.52 21.58 44.90 

2008 0.206 0.152 0.194 0.231 0.176 0.209 0.228 33.48 22.68 43.84 

2009 0.221 0.168 0.208 0.247 0.194 0.221 0.246 33.48 22.23 44.29 

2010 0.222 0.174 0.191 0.251 0.184 0.237 0.243 33.26 27.48 39.26 

2011 0.208 0.186 0.196 0.213 0.194 0.217 0.217 33.13 23.10 43.77 

2012 0.205 0.200 0.187 0.205 0.195 0.219 0.210 32.87 20.29 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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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0.208 0.182 0.191 0.215 0.189 0.219 0.223 32.81 23.07 44.13 

2014 0.199 0.175 0.192 0.199 0.185 0.205 0.215 32.67 20.37 46.96 

2015 0.201 0.170 0.196 0.205 0.186 0.203 0.219 32.90 18.73 48.37 

2016 0.202 0.175 0.192 0.211 0.185 0.210 0.215 33.14 19.04 47.81 

2017 0.202 0.173 0.192 0.211 0.184 0.206 0.216 33.16 18.15 48.70 

2018 0.201 0.170 0.187 0.209 0.180 0.209 0.217 32.87 20.95 46.18 

均值 0.206 0.174 0.191 0.219 0.188 0.212 0.220 33.17 21.07 45.76 

 

(3)区域差距的贡献和来源。 

由表 2可知，3个指标对总体区域差距的平均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超变密度(45.76%)、区域内差距(33.17%)、区域间差距

(21.07%),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超变密度是造成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长江经济带城市高

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低)的地区出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低)高的城市，且从考察期来看，这些跨群城市偏离地区高质量发展

共同特征的趋势基本保持不变，导致超变密度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的贡献居高不下。总体来看缩小长江经济带整体差异

不仅要关注区域之间的整体协同性，更要关注区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 

综上所述，总体差距、区域内差距和区域间差距基本在 2010 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1)2010 年之前长江下

游地区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于是在中部崛起规划、长三角区域规划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等政策推动下，开始探索区

域协同一体化战略发展，充分发挥中上游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加快进行产业转移。为此国家在长江经济带新建诸如皖江、

湘南、重庆沿江等产业转移示范区，承接下游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有效促进该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动能转

换，提高中下游地区的产品质量，促进了中上游地区发展外向性的提升，从本文数据来看，中上游地区发展的外向性速度在增加

而下游地区发展的外向性速度在下降。国家一系列措施还破除旧的阻碍机制，提升市场活力，加之对中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力度的加大，使得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到较大提升，而下游地区属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其高质量发展速度自然会相对

放缓，于是进一步缩小了地区内部、地区间乃至整体的相对差距。 

2.3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 

Dagum 基尼系数可以刻画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相对差异及其来源，而 Kernel 函数可以通过波峰的演变研判长江经济

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绝对差异。因此选取2005、2009、2013以及 2018 年 4个时间截面，采用 Kernel 方法明晰长江经济带总体

以及上、中、下游各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位置、分布态势、分布延展性、分布极化趋势等，具体的变化趋势如图4所

示。 

(1)分布位置。 

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区域内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一事实与上文所述相互验证。从图 4 可

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中游以及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密度曲线均向右侧移动，但移动幅度不尽

相同。相对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右移幅度最大，表明研究期内下游地区城市高质量水平提升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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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各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核密度估计曲线 

(2)分布态势。 

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内部高质量发展绝对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绝

对差异呈现出缩小态势。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核密度分布表现出主峰高度逐年下降，宽度渐宽的分布态势，这

意味着长江经济带总体高质量发展绝对差异有扩大趋势，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与整体核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中游地

区差距扩大主要是相比于湖北和湖南，江西省高质量发展水平低，更主要是因为发展的基本面缓慢增长。江西省境内山地丘陵、

湖泊数量多，省际、城际铁路分布相对稀疏，使得要素流动缓慢。而且相较于湖北、湖南拥有众多双一流高校，江西省教育资源

处于劣势，受到资源的趋利性影响，科技资源容易向湖北和湖南流出，造成江西省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方面内推力不足，经济活

力不足，最终扩大了长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绝对差距。下游地区差距扩大是因为安徽省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缓慢，尤其是长三角

城市群和长中游城市群之间的空白地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核密度曲线经历了主峰高度先下降再上升，宽度由“窄-宽-

窄”的演变趋势，但总体来看，主峰高度在提高，宽度在变小，意味着上游地区的内部绝对差异在减小，主要原因在于贵州省近

年来高质量发展较好，得益于国家政策倾斜，贵州率先在西南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高市场通达

性、缓解要素扭曲进而促进技术外溢和产业外溢，促进高质量发展。 

(3)分布延展性。 

长江经济带总体以及三大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分布曲线均呈现出向右拖尾，但是延展性略有差异。各地区内部均有高质量

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例如上游地区的成都市、重庆市；中游地区的武汉市、长沙市；以及下游地区的上海市、杭州市、宁波市

等。这些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导致各区域分布曲线表现出向右拖尾现象，但是相对来看，上游地区向右拖尾现象略少。此外

长江经济带整体、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延展性呈现出收敛态势，意味着区域内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有所提

升，趋向于接近区域内部发展的平均水平，发展更加协调。这主要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策咯的实施，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的协

调机构(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和重点专题合作组[33])进行多领域深

化合作，诸如产业分工、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交通建设、公共服务，有效促进了苏北、浙西南、皖北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

上游、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延展性呈现出发散趋势，且上游地区发散的更明显。主要原因是成都和重庆在上游区域属于极

核城市，正是极核城市的存在挤压了周围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扭曲了城市的等级结构，削弱了成都、重庆市的溢出效应，加之

贵阳、昆明等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本省其他城市，使得上游地区首位城市趋近度较低的现象长期存在，因此造成上游地

区分布不收敛以及极化现象严重。而中游地区武汉、长沙、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累积效应的影响下其发展明显高于周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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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布极化趋势。 

长江经济带整体极化现象在 2005 和 2018 年较为明显，主峰峰值均高于侧峰峰值，极化现象呈现先增强再减弱再逐渐增强

的变化趋势，由 2009 年的单极化形态转化为 2018 年的两极化形态。上游地区 2005 和 2009 年分布曲线呈单峰状态，但近年来

由单峰向多峰转变，多极化现象明显，表明内部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中游地区由初期的多极化向两极化现象转变，主要的极点仍

旧是省会城市。下游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整体极化现象演变趋势基本一致。 

2.4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转移规律 

Kernel 核密度函数可以刻画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以及演进趋势，但是无法判断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具体转移规律以及邻域城市对本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采用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展

开分析。本文首先将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所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样按照四分位法进行离散划分，分别是低水平(L)、较低

水平(ML)、较高水平(MH)以及高水平(H)。然后计算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普通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和包含空间滞

后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主对角线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保持原有状态的的概率，非对角上表示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发生变化的概率，即向上或向下转移。具体如表3和表 4所示。 

由传统马尔科夫链可知：(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四类俱乐部趋同”现象。对角线上转

移概率都大于非对角上转移概率，对角线上转移概率的平均值为 0.7278,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保持原有状态的可

能性大。具体来看低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趋同概率较大，分别为 73.86%、70.37%和 88.60%,较低水平的趋同概率较小，仅为

58.29%。由此说明正常情况下高水平城市的发展状态不会发生倒退，相反会继续保持，而低水平城市不易发生向上一层级状态的

跳跃，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但长期来看跨越式跳跃并非不可实现。(2)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跳跃主要集中在“低水平

-较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较高水平”,两者的转移概率分别为23.01%和16.57%,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城市逆向转变的概率分别

为 24%和 17.66%,证明上述两种类型还存在断崖式跌落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较低水平逆向转变的概率大于其向上转移的概率。

表明相比于其他状态，较低水平状态的城市不稳定，极易发生状态跳跃，从当前来看，安庆、宣城、黄冈、吉安等这种类型的城

市需要精准施策，不断缩小高质量发展短板，强化优势向高水平城市方向发展。 

表 3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传统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t/t+1 频数 L ML MH H 

L 352 0.7386 0.2301 0.0284 0.0028 

ML 350 0.2400 0.5829 0.1657 0.0114 

MH 351 0.0199 0.1766 0.7037 0.0997 

H 351 0.0028 0.0085 0.1026 0.8860 

 

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城市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受到周围城市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纳入空间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由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可知： 

(1)邻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会影响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状态转移概率。与传统马尔科夫链数值相比，受到邻域水平的影响，

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数值发生变化。具体来看，传统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中城市保持较低水平状态的概率为 58.29%,而

当考虑邻域发展水平的影响后，城市保持较低水平状态的概率分别为 62.50%、53.85%、60.16%和 58.57%。证明邻域城市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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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状态转移产生了显著影响。 

(2)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表现出“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城市间高质量发展水平会互相影响。总体来看，与高质量发

展水平低的城市相邻，该城市所处状态向下转移的概率会增大；而与高水平的城市相邻，该城市所处状态上移的概率会增大。例

如，随着邻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低水平城市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 20.83%、22.58%、19.35%、28.74%,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较高水平城市向下转移的概率分别为 20.69%、22.89%、22.39%、6.67%,在经历了波动下降后最终呈现断崖下滑的趋势，更

加凸显出高水平城市对周围城市的空间影响，与高水平城市相邻的城市状态上升(下降)的概率最大(小)。因此高水平城市需要

积极发挥其溢出效应，通过自身的辐射能力，以点带面，促进周围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3)邻域城市发展水平高于被观测类型的空间滞后产生的正向效应小于邻域城市发展水平低于被观测类型的空间滞后产生

的负向效应。例如对于较低水平城市(ML),当其邻域为低水平城市(L)时，其向下转移的概率是 18.75%,而当其邻域为较高水平

(MH)和高水平(H)城市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是 17.97%和 12.86%。对于较高水平城市(MH),当其邻域为低水平(L)和较低水

平(ML)城市时，其向下转移的概率分别是 20.69%和 22.89%,而当其邻域为高水平(H)城市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是 15.24%。相比

于高水平邻域，城市自身更容易受到低水平邻域的负向拉动作用，因此接下来需要强化高水平城市的带动作用，通过积极溢出带

动周围城市的产业升级、效率变革、绿色发展、成果共享。 

表 4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滞后 本地状态 频数 L ML MH H 

L 

L 48 0.7500 0.2083 0.0417 0 

ML 48 0.1875 0.6250 0.1667 0.0208 

MH 29 0.0690 0.2069 0.6552 0.0690 

H 36 0 0.0556 0.0278 0.9167 

ML 

L 124 0.7500 0.2258 0.0242 0 

ML 104 0.2596 0.5385 0.1731 0.0288 

MH 83 0.0120 0.2289 0.6867 0.0723 

H 46 0.0217 0 0.1522 0.8261 

MH 

L 93 0.7634 0.1935 0.0430 0 

ML 128 0.2188 0.6016 0.1797 0 

MH 134 0.0224 0.2239 0.6716 0.0821 

H 101 0 0 0.1485 0.8515 

H 

L 87 0.6897 0.2874 0.0115 0 

ML 70 0.2857 0.5857 0.1286 0 

MH 105 0.0095 0.0667 0.7714 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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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68 0 0.0060 0.0774 0.9167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从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发展的生态成果 3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

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采用 GIS 可视化方法、Dagum 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马尔科夫链研判其区域差距和动态演变趋势，主要

得出如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非均衡分布。其中高水平城市和低水平城市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下游地区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 

(2)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其各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相对差异在缩小，但是高质量发展的非均衡分布依旧明显。其中，内部区域

高质量发展平均差距最小为上游地区，最大为下游地区；上游-下游、中游-下游地区间的差异基本保持不变；超变密度贡献始终

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3)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除了上游地区外，长江经济带整体、中游以及下游地区

内部高质量发展水平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且极化现象在各区域内部均有发生，区域内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加强。 

(4)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呈现“俱乐部”趋同现象，而且高(低)水平邻域会提高本地高质量发展向上

(下)转移的概率。 

3.2 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缩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逐步消除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极化现象，促进城市高质量均

衡发展是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促进低水平城市发展，缩小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差异。 

高质量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区域共同治理问题。当前长江经济带整以及各区域内部极化现象未明显改善，表明区域内部协

调机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从机制体制入手，给予区域协调机构更多权力，制定监管标准，强化政策协同。上游地区应当继

续发挥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机制，重点加强交通领域的投资合作，按照县域高速能通则通的原则，提高路网密度，促进要素的引

进和扩散，促进上游地区技术、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中游地区尤其江西省应该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年度商会为

契机，强化对于创新、产业、教育、医疗和交通方面的合作机制商讨，例如利用基金的市场化作用，促进本地区和湖北、湖南两

省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扩大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机制、实施教育科研合作机制以及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建设。下游地区应当

继续深化原有协调机构运行机制，有针对性的完善苏北、浙西南、皖北地区的产业升级、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建设，提高城市

群非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从属于长江下游地区但不属于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的城市可以尝试探索合作机制，实行“长

三角+”战略。 

(2)强化高水平城市发展，加大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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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在创新生态、产业链现代化、生态协同治理、更高水平开放、城乡融合方

面发挥高水平城市的引领作用。中上游省会城市作为各区域的重要增长极城市，作为极值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需要探索和构建与

低水平城市圈层化合作机制，中游地区以南昌、长沙和武汉为轴心，而上游地区以重庆、成都、贵阳和昆明为轴心，通过梯级产

业分工，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减弱城市间产业的雷同度，减少非必要资源消耗，共同推进产业链高级化。同时完善工业互联网

和交通网建设，有序引导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向外扩散，通过技术扶持，互帮互助，人才溢出等措施，提升高水平

城市在创新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对于低水平城市的拉动作用，从经济协同、社会协同、生态协同等领域促进区域内部协同高质

量发展，缓解中心-边缘高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 

(3)精准施策，促进内生高质量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上游地区的巴中、广安、临沧，中游地区的黄冈、上饶、郴州，下游地区的六安、宣城等在发展的基

本面和发展的社会成果等方面均排名靠后，这些城市应找出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从短板入手，优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方面

以新基建为总抓手，完善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长三角地区以及区域内发达城市功能转移以及城市产业协作提供必要条件，

同时聚焦于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应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

业，以创新变革增长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降低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城乡差距，

以高质量共享为高质量发展护航，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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